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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选取 2001年、2008年和 2015年 3期截面数据，综合运用标准差椭圆等空间分析法

和非参数检验等数理统计法，对东北地区183个县域粮食产量与农业劳动力变化的耦合模式及

其表征的乡村发展类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2001—2015年东北地区总的粮劳变化耦合模

式在2008年发生转折，2001—2008年为粮增劳减模式，2008—2015年为粮劳同增模式，这实际

上是一种在多因素综合作用下发生的退化。② 县域层面，2008年前后两时段东北地区粮增劳

减耦合模式的比例由45.90%下降为37.16%，同时粮减劳增与粮劳同减耦合模式的比例明显上

升。从空间格局看，粮劳变化耦合模式转换的差异明显。③ 县域粮劳变化耦合模式可以较好

的表征相应的乡村发展类型。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实际上具有一定的层级性和结构演进规律。

④ 东北地区各县域乡村发展类型所面临的约束和机遇不同，应有针对性的采取差别化的推进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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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扩散，许多新兴国家凭借后发优势经历
了或正在经历着快速的人口城镇化浪潮。西方经典理论认为这一现象缘于城乡二元结构
背景下劳动力供需空间不平衡产生的收入差异，是海量农民基于生计诉求和成本收益考
量做出个人选择的宏观结果[1-3]。现实中人口城镇化对城乡发展进一步产生正负两方面的
反馈机制。一方面人口城镇化为国家实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经济增长提供了持续动
力；另一方面导致人口膨胀、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4]和空心化、老弱化、面源
污染等乡村病[5]并存。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从根本上撬动了中国传
统乡村社会，展现了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的时空进程[6]。

近年来就业非农化及人口城镇化对农业生产方式与粮食安全所造成的影响愈加引起
社会各界普遍关注，谁来种地成为了热点议题。以往研究涉及劳动力明显下降的情景下
农业生产在生产能力[7-8]、耕地利用强度[9-10]、要素投入[11]、技术革新[12]、以及种植结构与
生产方式[13]等方面的变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定性案例分析[14]、数量模型分析[15]和基
于GIS与RS的空间分析[16]。但是学术界对于农业劳动力流失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尚无统一
定论。一种观点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业活动产生消极影响[17-18]。劳动力不足导致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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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粗放化、边际化现象加剧，以至于出现耕地撂荒现象并引发森林植被再生，这与环
境学领域中的“森林转型理论”相吻合[19-20]。反对者认为，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非农收入
提高了农户投资农业生产的能力，可以弥补劳动力下降对农业活动的影响，提高劳动生
产率[21]。此外，也有研究显示劳动力流失对农业生产无明显影响[22]。地理学家认为农业
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生产的作用关系受到区域农业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市场
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具有地域差异性。有关专家认为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生产的作用关系
大致存在3种情况[23]：① 在拥有充足剩余劳动力的地区，农户往往利用外出家庭成员的
汇款进行农业投资以提高农业产量，两者表现出积极作用机制；② 在劳动力供给有限的
地区，农业劳动力流失意味着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水平的降低，从而对农业活动产生消极
影响；③ 在自由市场环境下，农户可以通过提高机械化水平和雇佣劳动力维持农业活动
的正常进行，因此两者无明显相关性。目前粮食生产与农业劳动力变化耦合关系的宏观
格局与地理空间异质性成为前沿热点。戈大专等构建了3种粮食产量与农业劳动力变化
的耦合关系，即农业劳动力与粮食产量同时增加（粮劳同增）的农业劳动力增加区、农
业劳动力减少粮食产量增加（粮增劳减）的传统农区以及农业劳动力与粮食产量同时减
少（粮劳同减）的农业快速转型区，指出这3种区域主要分布在西部欠发达的农牧交错
区、东部传统农区、东南沿海发达地区[24]。已有相关研究着眼于中国宏观格局，对特殊
区域的内部差异分析不多，而且没有分析粮食产量减少与农业劳动力增加（粮减劳增）
的第4种耦合模式的形成机理与分布格局。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耕地相对密集型的农
产品（如粮棉油糖）净出口不断下降或净进口不断上升，高价值的劳动相对密集型的农
产品（如园艺产品和水畜产品）净出口不断增长[25]。有专家认为“以市场化的兼种植—
养殖小规模家庭农场为主，并迈向绿色农业”是中国农业的出路[26]。中国发展到目前总
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和越过第一个刘易斯拐点阶段[27]，粮减劳增模式县域的存在，说明
了此类县域减少农业劳动力的内外部条件欠佳，除了走种养结合型道路，可能其他机会
和办法不多，同时这条道路也符合中国农业整体上比较优势的发展方向。

为分类推进乡村发展，《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根据不同村庄
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按照集聚提升、融入城镇、特色保护、搬迁撤并
的思路，分类推进乡村振兴[28]。该分类体系对于指导村庄发展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缺
乏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的结合。笔者认为乡村振兴应放在区域综合发展特征的大背
景下，粮劳变化耦合模式及其所表征的乡村发展类型研究对于分类推进乡村发展具有重
要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此，本文对东北地区183个县域粮食产量与农业劳动力变化的
耦合模式及其表征的乡村发展类型进行研究，以发现粮劳变化耦合模式的演化过程和空
间规律，为分类推进东北地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2 理论分析与研究方法

2.1 理论分析
在全球化、工业化、城镇化等外缘系统的诱发驱动下，由政府、企业、农户等行为

主体组成的主体系统在区位条件、自然本底、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现状以及社会文化习
俗等客体系统的支撑、促进或约束下重新配置资源，引发要素流动，使乡村内核系统发
生变化（图 1），是乡村转型与重构的基本作用机制[29-30]。粮食产量事关国家食物安全，
以及农户生计和农民收入，但粮食生产的竞争力不强及其资源环境压力也需要理性面
对。农业劳动力的增减是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核心变量，外出务工是增加农民收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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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乡村发展的主要动力，农业转移人口是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的引擎之一。因
此，粮食产量与农业劳动力变化是乡村转型重组的两个核心指标，两者的耦合模式是透
视乡村转型与重构的重要视角[31-32]。

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县域粮劳变化耦合模式与乡村发展类型匹配关系的理论假设：
① 在耕作历史短暂、农业发展水平较低、人口稀疏的农耕文明边缘区，人口的自然增长
和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升使得种植业扩张，粮食产量随之上升，呈现出粮劳同增的耦
合模式，可称之为外延扩张型。② 在自然本底条件相对较好、农耕历史长、农业发展水
平较高、“内卷化”程度突出的传统农区，农业劳动力转移缓解了农业生产“内卷化”的
困局，农户通过利用外出劳动力的汇款购买化肥、农药，以机械替代人力等方式提高劳
动生产率，演化出了粮增劳减的耦合模式，可称之为农业现代化型。③ 在城市化快速推
进地区，耕地侵占和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使得粮食生产要素投入不足，粮劳同减的耦合
模式显现，可称之为城镇化型。④ 在生态脆弱、区位偏远、机械化不便的地区，由于生
态退耕、人口大量流失和耕地撂荒，分异出粮劳同减的耦合模式，可称之为生态优先
型。⑤ 在具有特色农林牧业资源、农产品市场区位优越以及工业化机会有限的地区，由
于经济作物种植或养殖业的发展，演化出粮减劳增的耦合模式，可称之为种养结合型。

理论上，如果一个县域地理与区位条件适宜，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
它将首先通过加大农业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投入，增加粮食产量及农民收入，该
阶段对应外延扩张型；其次，在农业季节性和区内外非农就业机会增加的背景下，它将
析出并减少农业劳动力，并通过机械、化肥等现代要素对人力的替代维持粮食产量增
加，该模式对应农业现代化型，但因农业劳动力尚存在绝对剩余，农民工实际工资并没
有增长；因此，在区域分工的作用下，此阶段有些外延扩张型县域会转换为种养结合
型，在此类县域农民通过缩减粮食生产，发展劳动相对密集型的经济作物和养殖业，提
供高附加值农产品，可在农业劳动力增长背景下增加劳动时间、提高务农收入；最后，
随着产业扩散和城市扩张，耕地非粮化、非农化趋势日益增强，从而导致粮食产量减
少，在非农就业工资上涨和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的作用下农业劳动人口大量转移，该阶
段对应城镇化型。如果经济增长乏力，非农就业机会不足，农业现代化型县域也可能因
为农业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和回流而退化为外延扩张型。如果一个县域地理与区位条件较

图1 粮劳变化耦合模式的驱动机制及其结果
Fig. 1 Driving mechanisms of the coupled modes of grain yield and agricultural labor changes and their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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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具备发展种养结合型农业和工业化城镇化的优势，随着其他地区发展吸引力的上
升和国家对其生态服务功能的重视，它可能出现人口外流、耕地撂荒和生态退耕现象，
从而由外延扩张型或农业现代化型转换为粮劳同减的生态优先型。一定时间尺度内，如
果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它将停滞在某一类型。现实中由于国家宏观背景和政策的变
化、区域空间相互作用以及区内要素禀赋和经济结构的动态变化，县域乡村发展类型的
转换可能具有一定的时空规律和特殊性，这为乡村发展的分类优化提供了可能和必要。
2.2 研究方法
2.2.1 粮劳变化耦合模式测度 本文基于一定时期内粮食产量与农业劳动力（农林牧渔从
业人口）数量的变化率来测度粮劳变化耦合模式，计算方式如下：

GRit = ( )Git -Gi0 Gi0 （1）

LRit = ( )Lit - Li0 Li0 （2）

式中：i表示县域；GRit和LRit分别表示 i县 t年粮食产量与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变化率；Gi0

和Git分别表示 i 县基期年和第 t年的粮食产量；Li0和Lit分别表示 i县基期年和第 t年的农业
劳动力数量。若GRit > 0，且LRit > 0，则该县为粮劳同增耦合模式；若GRit > 0，且LRit <
0，则该县为粮增劳减耦合模式；若GRit < 0，且LRit > 0，则该县为粮减劳增耦合模式；
若GRit < 0，且LRit < 0，则该县为粮劳同减耦合模式。
2.2.2 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 SDE）是一种广泛用于描
述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特征的空间统计方法。标准差椭圆通过以地理要素的分布中心为椭
圆中心、以地理要素在X轴和Y轴方向的标准差为长短轴、以主趋势方向为方位角来刻
画地理要素的中心性、展布性、方向性等空间形态特征[33]。本文基于ArcGIS 10.2软件平
台构建东北地区县域粮食产量与增长率和农业劳动力数量与增长率的标准差椭圆，以分
析粮食产量与农业劳动力变化的时空演变格局。
2.2.3 Kruskal-Wallis H 检验法 本文通过非参数检验验证不同县域粮劳变化耦合模式表
征的乡村发展类型在核心特征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非参数检验是不依赖于总体分布的
统计检验方法，相对于参数检验具有数据类型适用范围广、稳健性高的优势。本文检验
的指标较多，难以保证所有指标均满足参数检验的假设条件，故采用对总体分布要求和
假设较少的非参数检验法。Kruskal-Wallis H检验是用以检验多个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
法，属于秩和检验。秩（Rand）是对样本由小到大进行排序后变量所在的位次。其基本
思想是通过构造H统计量（秩的组间平方和/秩总平方和的平均）以考察各样本组的秩均
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若各样本组的秩均值不存在显著差异，则表明各组数据充分混
合，各样本来自的总体分布无显著差异；若各样本组秩均值存在显著差异，则表明各组
数据难以混合，相互分离，各样本组来自的总体分布存在显著差异[34]。
2.2.4 秩变换分析法 Kruskal-Wallis H 检验只能判断各样本组来自的总体分布是否存在
差异，但无法确定哪些总体之间存在差异，在样本量较多的情况下采用秩变换分析法可
以解决此问题。秩变换分析方法是以秩次代替原变量进行参数分析的方法，该方法可以
实现多个样本之间的两两比较。本文采用LSD法（最小显著性法）进行两两比较[34]。

3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区概况
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以及内蒙古东部四盟市（呼伦贝尔市、通

辽市、赤峰市、兴安盟），总面积124.42万km2 （图2）。东北地区作为一个完整的自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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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单元和中国四大经济板块之一，在自然地理环
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都具有较强的内部完整
性、综合性以及对外的相对一致性和独特性。东
北地区年降水量呈现出自东南向西北依次递减的
空 间 格 局 （300~1000 mm）； 年 均 气 温 2.75~
5.72 ℃，农作物以一年一熟的玉米、水稻、大豆
为主。由于人均耕地面积大以及土壤肥沃，东北
地区成为中国的“粮仓”和最大的商品粮基地。
另一方面，作为中国最大的老工业基地，东北地
区自改革开放以来区域问题与问题区域层见叠
出，并呈现出反复难治的特征。2017年东北地区
人均耕地面积4.04亩，是全国的2.78倍。东北地
区粮食总产量 2017 年达到 16386 万 t，占全国粮
食总产量的比例由 2000 年的 13.05%大幅上升为
24.77%，而同期东北地区第一产业产值占全国的
比重仅由 2000 年的 10.06%微升为 10.54%。2017
年，东北地区农业劳动力总量为 2308.58 万人，
占东北地区三次产业就业人员的比例为 35.58%，占全国农业劳动力比例由 2000 年的
6.44%上升为 11.02%。根据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和 2015 年人口抽样统计资料，2000—
2015年辽宁、吉林、黑龙江的二三产业从业人口的总体增长率分别为19.44%、12.28%、
5.24%，远低于全国 79.16%的水平[35]。可以看出，总体上东北地区农业农村发展高度依
赖农业特别是粮食种植业，农业劳动力转移乏力，县域粮劳变化耦合模式对乡村发展类
型的表征性强，因此本文选题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典型性和实践应用价值。
3.2 研究时段

2001—2015年东北地区总的粮劳变化耦合模式发生了变化（图 3），2008年是转折
点，2001—2008年为粮增劳减模式，2008—2015年为粮劳同增模式。笔者认为发生这一
转折的主要原因如下：首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部需求下降，对中国依靠农
业转移人口发展出口加工型产业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深刻而持续的压力，农民工返乡潮
一度出现，农业劳动力转移能力下降，中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年度平均增长率从2007—
2012年的 3.6%下降到 2012—2017年的 1.0%[27]。其次，产业结构的重型化和区域经济增
长动能不足进一步弱化了东北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能力[35]。最后，2008年国家出台的

图2 研究区位置图
Fig. 2 Location and basic geographical features

of Northeast China

图3 2001—2015年东北地区粮食产量与农业劳动力的演变
Fig. 3 Changes of grain yield and agricultural labor in Northeast China during 200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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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对东北地区农业种植结构、粮食产量以及农民种粮积极性产生深远影
响[36]。因此，本文选取2001年、2008年和2015年3期截面数据开展研究。为消除偶然因
素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凸显其随时间变化的方向性和趋势性，本文采用三点平滑法对 3
个时间截面的粮食产量数据进行处理。
3.3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
统计年鉴》。以上两个年鉴缺失的统计数据，获取于各省级统计年鉴以及各地级市统计年
鉴。本文参照《中国县域统计年鉴》选取研究单元（县域行政单元），剔除友谊县、根河
市、满洲里市3个数据缺失严重的县域，最终选取183个县域行政单元。地形地貌数据与
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夜间灯
光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地球物理数据中心（http://www.ngdc.noaa.gov/）。

4 结果与分析

4.1 县域粮食产量与农业劳动力变化的时空格局与耦合特征
4.1.1 县域粮食产量变化的时空格局 2001—2015年东北地区县域粮食产量总体呈大幅
度上升趋势，总增长率达125.33%。2001—2008年县域粮食产量增长率高达69.55%，增
长幅度较大的县域主要分布在松嫩平原、三江平原、西辽河流域、大兴安岭中北段、小
兴安岭以及长白山脉北段等地区；粮食产量下降的县域仅占 7.65%，分布在研究区东西
两侧生态退耕的边缘地带（图4）。该时段的粮食产量增长率分布椭圆中心位于2001年与
2008年粮食产量分布椭圆中心北部，表明粮食增长中心与生产中心存在空间错位，粮食
生产“北进”现象显现。2008—2015年县域粮食产量增长率为32.90%，低于前一研究时
段。吉林省与黑龙江中南部等地退出了中高速增长（(30%, 60%]、> 60%）的序列，南
部的辽宁省等地出现大片区负增长现象，负增长区域占比达17.49%。该时段粮食生产整
体呈现出外围沿大兴安岭、小兴安岭与长白山脉的中高速增长区 （(30%, 60%]、>
60%），中部松嫩平原与辽河平原北部的低速增长区（[0, 30%]）以及沿海地区的负增长
区多级嵌套状“马蹄形”结构。由于蒙东地区在该时段成为主要的粮食产量增长区，东
北地区县域粮食产量增长率分布椭圆中心明显向西北方向偏移。2001—2015年东北地区
县域粮食产量增长率“北进西移”的空间模式带动粮食生产中心呈现出加速“北进”的
空间演化格局。
4.1.2 县域农业劳动力变化的时空格局 2001—2015年东北地区县域农业劳动力数量总
体变化幅度不大，整体上升 0.35%，以 2008年为节点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演化趋势：
2001—2008年下降 1.41%，2008—2015年上升 1.78%。考虑到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
是现代化过程的一般规律，中国农业劳动力总量从2003年开始持续的下降（2001—2015
年下降39.78%），这一趋势说明2001—2015年特别是2008—2015年东北地区经济发展不
理想，农业劳动力转移动能不足。但是东北地区农业劳动力变化的时空差异显著（图4）。
2001—2008年48.09%的县域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带动全区县域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均值
减少 0.15万人；农业劳动力中等幅减少（[-20%, -10%)）县域占比最高，达到 21.31%。
由图4可见，2001—2008年农业劳动力大中幅度下降（< -20%、[-20%, -10%)）县域主
要分布在林区、大城市周边、铁路干线沿线，小幅下降（[-10%, 0)）县域主要分布在上
述县域外围；农业劳动力大中幅度增长（> 20%、(10%, 20%]）县域主要集中在蒙东地
区与辽宁省中北部，而且蒙东地区几乎所有县域农业劳动力增幅均较大。2008—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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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增长型县域增加到99个，达到54.10%，带动全区县域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均值
增加 0.18 万人；农业劳动力小幅增长 （[0, 10%]） 县域占比上升为最大，由原来的
19.13%增长到 27.32%；而农业劳动力中等幅减少（[-20%, -10%)）县域占比明显缩减，
由原来占比最大（21.31%）缩减为11.48%。由图4可见，2008—2015年农业劳动力大幅
增长（> 20%）县域主要集中在吉林省中西部和蒙东地区西北部；农业劳动力中小幅度
增长（(10%, 20%]、[0, 10%]）县域主要集中在蒙东地区、吉林东部以及辽宁西部山地与
东部边境地区；农业劳动力大中幅度下降（< -20%、[-20%, -10%)）县域主要分布在黑
龙江省、蒙东地区北部、辽中南城市群地区。从两个研究时段对比来看，辽宁省西南部
和吉林省有大量县域由前一研究时段的农业劳动力减少转变为增加，而东北地区北部农
业劳动力空心化现象持续加剧。2001—2015年农业劳动力的增长率分布椭圆中心和分布
椭圆向东南方向跃进。
4.1.3 县域粮食产量与农业劳动力变化的耦合特征 如图5所示，东北地区县域粮食产量
与农业劳动力变化耦合模式空间分异现象显著。2001—2008年粮劳同增的县域有85个，
占比高达46.45%，位居东北地区四大粮劳变化耦合模式之首，主要分布在蒙东地区、黑
龙江沿岸地区、辽河流域以及辽宁省东部山区。粮增劳减的县域有 84 个，占比为
45.90%，主要分布于黑龙江省大部、吉林省中部以及辽宁省西南部与辽东半岛地区。粮

图4 2001—2015年东北地区县域粮食产量与农业劳动力变化时空格局
Fig. 4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grain yield and agricultural labor changes at county level in Northeast China during 200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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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劳增与粮劳同减的县域占比极少，前者占 5.46%，散布在长白山林区与西部半农半牧
区，多数是因国家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和灾害频发导致粮食产量降低（如新巴尔虎右旗粮
食播种面积累计下降41.18%，而鄂温克族自治旗粮食播种面积则累计上升30.49%），而
农业劳动力则在人口自然增长作用下上升；后者仅占2.19%，分布在北部边疆地区。

2008—2015年东北地区粮劳同增的县域有83个，仍以45.36%的比例居于首位，主要
分布在蒙东地区中南部、吉林省以及辽宁西部山地与东部边境地区。粮增劳减的县域有
68个，占比下降为37.16%，主要连片分布在蒙东地区北部与黑龙江省，包括松嫩平原、
三江平原、大兴安岭北麓、小兴安岭一线以及滨绥线沿线地区。粮减劳增的县域数量明
显上升，增加到16个，占比为8.74%，但2001—2008年的10个粮减劳增县域仅鄂温克族
自治旗得到延续（2008—2015年该旗非粮作物播种面积累计上升 10.45%），本阶段新增
的此类县域主要分布在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农业资源高禀赋区和大城市周边，少量分布在
特色农林牧区。粮劳同减的县域数量与粮减劳增相同，也呈明显增加趋势，除漠河、龙
井外，多分布在大城市外围与辽宁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4.2 粮劳变化耦合模式所表征的乡村发展类型特征差异检验

“人口—土地—产业”是构成乡村地域系统的三大核心子系统[30]，它们决定了不同乡
村发展类型的核心特征。理论上，粮劳变化耦合模式所表征的乡村发展类型应该在人
口、土地和产业上具有不同核心特征。遵循科学性、典型性以及可操作性的原则，本文
构建如下乡村发展类型的特征指标体系：人口子系统选取乡村非农就业率、人口密度指
标以反映乡村人口就业结构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土地子系统选取粮食播种面积年均增
长率、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例（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城镇建设与
工矿用地比例等指标，以反映乡村种植业结构调整、农业多元化发展以及耕地非农化转
型特征。产业子系统选取地均农业机械总动力、非农产值比例、平均夜间灯光指数等指
标，以体现各类型县域在农业生产方式、产业结构转型、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

图5 2001—2015年东北地区县域粮食产量与农业劳动力变化耦合模式时空格局
Fig. 5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coupled modes of grain yield and agricultural labor changes at county level

in Northeast China during 2001-2015

2248



10期 房艳刚 等：东北地区县域粮劳变化耦合模式与乡村发展类型

考虑到2008—2015年东北地区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发育相对成熟，且数据的可获取性
强，本文仅验证该时段。理论上粮劳同减模式可能包含生态优先型与城镇化型两类县
域，为加以区分笔者采用城镇建设及工矿用地比例、林地及草地比例两项指标对粮劳同
减耦合模式的县域进行聚类分析，把城镇建设及工矿用地比例极小且林地及草地比例极
大的类别归为生态优先型，前者比例极大且后者比例极小的类别归为城镇化型。由于部
分年份的数据难以获取，粮食播种面积年均增长率指标的计算时段为2009—2015年，其
余所有特征指标数据除平均夜间灯光指数年份为2013年外，均为2015年。

本文首先绘制各类型县域各指标均值图（图6），观测各类型县域特征指标的均值分
布情况；其次采用非参数检验法检验各类型县域的特征指标整体上是否存在显著性差
异；最后运用秩变换分析法对各类型县域进行两两比较以探究其具体差异情况，将通过
检验的指标结果进行汇总（表1）。如表1所示，非参数检验结果显示除地均农业机械总
动力外其余7个指标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不同类型的县域在大多数特征指标
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各县域乡村发展类型的各指标均值与秩均值在分布形态上基本一致（图 6、表 1）。
在人口子系统方面，乡村非农就业率和人口密度呈现出外延扩张型、农业现代化型、种
养结合型、城镇化型依次递增的梯度格局。城镇化型县域在城市辐射带动下，乡村非农
就业率显著高于其他类型县域。种养结合型县域因人口流失少，农业发展活力强，所诱
发的服务业需求大，乡村非农就业机会较多。城镇化型与种养结合型县域人口密度显著
高于其他两种类型县域。

在土地子系统方面，粮食播种面积年均增长率呈现出外延扩张型、农业现代化型、
种养结合型、城镇化型依次递减的梯度格局。城镇化型县域由于非农建设用地的扩张，
粮食播种面积年均增长率为负增长，显著低于其他类型县域。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例，
种养结合型县域最高，城镇化型县域较高，其他两种类型县域较低。城镇建设与工矿用
地比例，城镇化型县域最高，种养结合型县域较高，其他两种类型县域显著偏低。

在产业子系统方面，地均农业机械总动力未通过H统计量显著性检验，可能是由于
该指标中含有林业机械动力、农业机械可以跨区作业等原因。但从该指标的均值可以看
出，农业现代化型与城镇化型县域相对较高，因为两者机械替代人力的特征更明显。非

注：a. 外延扩张型，b. 农业现代化型，c. 种养结合型，d. 城镇化型；因生态优先型县域仅漠河、

抚顺县、龙井、岫岩满族自治县4个，样本数量过少，故未做分析。

图6 2008—2015年东北地区县域乡村发展类型核心特征均值分布
Fig. 6 Distribution of the mean value of the core features of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at county level in Northeast China

during 200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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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值比例，农业现代化型县域显著低于其他类型县域，这与农业现代化型县域以人口
外流为突出特征相吻合。平均夜间灯光指数呈现出外延扩张型、农业现代化型、种养结
合型、城镇化型依次递增的梯度格局，城镇化型与种养结合型县域显著高于其他两种类
型县域。

综上可以发现，各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在“人口—土地—产业”方面上的特征差异基
本符合预期，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实际上具有一定层级性和结构演进规律。
4.3 基于粮劳变化耦合模式转换特征的乡村发展类型分类优化

根据东北地区县域粮劳变化耦合模式在2001—2008年和2008—2015年两个时段转换
特征的分析（图 7a、图 5），结合 2008—2015年东北地区的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图 7b），
笔者综合提出东北地区县域农业农村发展的分类优化策略。
4.3.1 粮劳变化耦合模式转换特征 由图7和图5可发现，① 2008—2015年粮劳同增模式

（外延扩张型）县域占东北地区的近半壁江山（45.36%），2008年前后两时段维持该模式

不变的县域占研究县域总量的21.86%，主要分布在降雨量较少的西部地区；由粮增劳减

模式转换而来的县域占研究县域总量的21.31%，主要分布在松嫩平原、三江平原和辽河

平原的外围地带。以上转换特征主要归因于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一是工业化和城镇

化发展乏力，农业劳动力转移能力不足；二是农业补贴的提高刺激了在缓坡丘陵和降水

不足等农业生产条件非优势区种植玉米的现象。2008—2015年外延扩张型县域中，粮食播

种面积累计增长率高于粮食产量累计增长率的达到12个，占此类型县域总量的14.46%，

属于粮食生产的外延扩张型；农业劳动力累计增长率高于农作物播种面积累计增长率的

达到 48个，占此类型县域总量的 57.83%，属于农业生产的外延扩张型。② 2008—2015

表1 非参数检验与秩变换分析法结果汇总表
Tab. 1 Summary of nonparametric test and rank transformation analysis results

乡村发展类型

外延扩张型

农业现代化型

种养结合型

城镇化型

外延扩张型

农业现代化型

种养结合型

城镇化型

外延扩张型

农业现代化型

种养结合型

城镇化型

外延扩张型

农业现代化型

种养结合型

城镇化型

变量

乡村非农就业率

人口密度

粮食播种面积

年均增长率

经济作物播种

面积比例

H统计量

24.880**

24.766**

13.074**

20.046**

秩均值

78.4578c-d-

86.9412d-

112.8125a+d-

154.7273a+b+c+

83.8434c+d+

79.3235c+d+

120.0625a-b-

150.6364a-b-

95.5663d+

94.4638d+

83.6250d+

41.8333a-b-c-

88.7229c-

75.8824c-d-

134.7500a+b+

113.7273b+

变量

城镇建设及工

矿用地比例

地均农业机械

总动力

非农产值比例

平均夜间灯光

指数

H统计量

24.641**

6.055

17.091**

20.926**

秩均值

86.7952c-d-

77.2500c-d-

117.1250a+b+

145.4546a+b+

—

97.2289b+

70.5441a-c-d-

110.0625b+

118.4546b+

79.5301c+d+

86.3677c+d+

115.1250a-b-

146.8182a-b-

注：*、**分别表示变量通过5%、1%的显著性检验；秩均值中的上标表示该类型县域与字母表征的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在

此项指标上的差异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字母含义与图6相同。如“a+”表示该类型县域的此项指标显著高于外延扩张

型，“b-”表示该类型县域的此项指标显著低于农业现代化型。因生态优先型县域仅漠河、抚顺县、龙井、岫岩满族自治县

4个，样本数量过少，故未做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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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粮增劳减模式（农业现代化型）县域占比37.16%，2008年前后两时段维持该模式不变

的县域比例最大，占研究县域总量的17.49%，主要分布在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的主体区

域和滨绥线沿线地区；由粮劳同增模式转换而来的县域占研究县域总量的15.85%，主要

分布在大兴安岭北麓、黑龙江沿岸以及三江平原北部地区，这主要归因于北部边疆较差

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加速了农业劳动力的跨区域转移，此类县域整体层面人口也多呈

收缩特征[35, 37]。③ 2008—2015年粮减劳增模式（种养结合型）县域占 8.74%，非粮作物

播种面积累计增长率均值达到46.40%；主要由粮劳同增模式和粮增劳减模式县域转换而

来，两者分别占研究县域总量的4.92%和3.28%；主要分布在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农业资源

高禀赋区、大城市周边，少量分布在特色农林牧区，这主要得益于整个东北地区农产品

消费需求的升级和辽中南城市群对周边县域农产品需求的拉动作用。④ 2008—2015年粮

劳同减模式（城镇化型）县域占6.56%，均由2001—2008年的其他模式转换而来，主要

分布在辽中南城市群及长春和哈尔滨外围，主要归因于大城市对周边县域的辐射带动作

用。⑤ 2008—2015年粮劳同减模式（生态优先型）县域，仅漠河、抚顺县、龙井、岫岩

满族自治县4个，占比为2.19%。这4个县域因为区位、地形和资源等原因，普遍经济不

景气，人口大量外流，耕地边际化现象加重。

4.3.2 乡村发展类型分类优化策略 ① 外延扩张型县域发展的可持续性不强，特别是在
农业生产条件较差的非优势区，目前推行的农业补贴改革和种植结构调整规划将减弱粮
食增长潜力[38]，影响农民收入，而且农业劳动力转移缺乏出路。为此，未来应完善农业
补贴制度，积极扶持特色农业发展，构建种植业与林牧业、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的协调
发展机制。② 农业现代化型县域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核心区，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重任。人口外流为进一步的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可能，但农业经营主体的老弱化不利
于现代农业科技推广，为此应完善相关制度促进农地流转，发展“小地主，大佃农”的
农业经营模式[39]，或者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使小农户也能获得规模化的效益。③
种养结合型县域是农产品消费结构升级背景下农业向相对高价值与高劳动需求产品转型
的产物，代表未来农业发展的模式之一。未来应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效、一
体化的现代物流网络，提高农业的组织化、专业化和集约化水平，打造优势品牌，扩大

图7 东北地区县域粮劳变化耦合模式转换矩阵和乡村发展类型
Fig. 7 The transfer matrix of coupled modes of grain-labor change and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at county level in Northeast China

2251



地 理 学 报 75卷

高质量绿色农产品生产规模，延长产业链条，成为东北地区副食产品的专业化供应基

地。④ 城镇化型县域作为城市拓展的前沿，耕地资源挤占的压力持续加大，但也面临着

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和乡村绅士化的机遇，未来应综合考虑各种发展需要，整合资源，探

索多功能农业与多功能乡村的发展路径，实现农业与非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功能互补与

融合发展。⑤ 生态优先型县域所占比例不大，但人口流失严重，脱贫任务艰巨，基本公

共服务水平提高难度大，应充分利用外部资金、政策、人才等帮扶措施，落实好扶贫规

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挖内部潜力把绿水青山转变成金山银山，实现生态现代化。

5 结论

2001—2015 年东北地区粮食产量总体呈大幅度上涨的演化趋势，总增长率为

125.33%，但 2008—2015年增速下滑。东北地区粮食增长中心呈“北进西移”的空间格

局，粮食生产中心加速“北进”。2001—2015年东北地区县域农业劳动力总量波动上升

0.35%，且以2008年为节点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趋势，变化幅度虽小，但已经充分说明

了区域经济动能不足的问题。东北地区农业劳动力增长中心向东南方向跃进。

2001—2015年东北地区总的粮劳变化耦合模式在2008年发生转折，2001—2008年为

粮增劳减模式，2008—2015年为粮劳同增模式，这实际上是一种在多因素综合作用下发

生的退化。2008 年前后两时段东北地区粮增劳减耦合模式的比例由 45.90%下降为

37.16%，同时粮减劳增与粮劳同减耦合模式的比例明显上升。从空间格局看，粮劳同增

模式在吉林省大幅增加，粮减劳增模式和粮劳同减模式在辽宁沿海经济带和辽中南城市

群外围大量涌现，黑龙江省粮增劳减模式增长较快，蒙东地区粮劳同增模式有所减少。

通过非参数检验、秩变换分析等方法，本文验证发现县域粮劳变化耦合模式可以较

好的表征相应的乡村发展类型，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实际上具有一定层级性和结构演进规

律，这为乡村发展的分类优化提供了可能。

外延扩张型县域未来应加强农业结构调整，构建种植业与林牧业、农业生产与生态

保护的协调发展机制。农业现代化型县域的根本在振兴区域经济，辐射带动农业劳动力

转移，创新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生产的形式。种养结合型县域应重点建设农业、物流等基

础设施，发展高附加值农业，加强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城镇化型县域应探索多功能

农业与多功能乡村的发展路径，实现农业与非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功能互补与融合发

展。生态优先型县域关键在内外结合，加强扶贫攻坚，力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把绿水

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实现生态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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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needs to recognize and address the diversity of rural areas.
Based on statistical data of grain yield and agricultural labo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upled
modes of the changes of grain yield and agricultural labor as well as their representations of
rural development typology of 183 counties in Northeast China by using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non- parametric test, and so 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during 2001- 2015, the
coupled mode of grain yield and agricultural labor changes of the whole study region turned in
2008. During 2001- 2008, its grain yield increased while agricultural labor decreased; but
during 2008-2015, both its grain yield and agricultural labor increased. Actually, this is due to
degradation that resulted from the comprehensive interactions of many factors. (2) At county
level, the proportion of grain yield increased while agricultural labor decreased counties in
Northeast China shrank from 45.90% in 2001-2008 to 37.16% in 2008-2015, and the numbers
of grain yield decreased while agricultural labor increased counties and grain yield and
agricultural labor both decreased counties grew obviously. Spatially, the coupled modes of
grain yield and agricultural labor changes evolved in differentiated patterns. (3) Based on the
coupled modes of grain yield and agricultural labor changes and other supplementary
indicators, this paper classifies the rural development typology at county level in Northeast
China into five categories: extensive expansion type, agriculture modernization type, planting-
breeding incorporated type, urbanizing type, and eco-environment prioritized typ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se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have certain hierarchical nature and present a
structural evolution. Therefore, the coupled modes of grain yield and agricultural labor changes
can represent the rural development typology well. (4) Different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in
Northeast China are facing different constraint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light of these fact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differential promotion strategies targeting specific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The approaches and strategies developed in this paper could be applied in other regions
of China to analyze and address the diversity of rural areas.
Keywords: grain yield; agricultural labor; coupled modes; rural development typology;
nonparametric test; Northea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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